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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研究评述与
理论框架构建
卫龙宝，王文亭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存在成本，收益也不容忽视。在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后，才能更加合理地分摊

市民化的成本，推进高质高效的市民化。首先，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分摊机制等

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其次，首次总结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关系中的两大矛盾：农民工个人福

利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一致的矛盾、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同期不匹配的矛盾，并构建了一个以矛盾为

导向的分摊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框架。最后，分析了以往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收益；成本分摊机制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９１０７（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３７－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０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６８／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９－９１０７．２０１８．０３．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十三五”规划前期重大课题（５０００００－９００２０５）

作者简介：卫龙宝（１９６３—），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

城市中长期定居，同时获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

保障和公共服务，是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

家庭融入社区的过程［１］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限制

劳动力流动政策的逐步放宽，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形

成了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

管理制度，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应有的社

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从图１可以看出，在农民向城

市就业转移的同时，大量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市民化进程滞后，户籍城镇化率远低于人口城镇化

率，半城市化和不完全城市化问题凸显。

近年来，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问题的

研究较多，但是较为分散，不足以形成一个系统的理

论框架。农民工市民化的不断推进，不仅需要相关

制度的改革，更需要资金的投入，以满足市民化过程

中的基本权力的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平等享受。收益

因素也影响着市民化过程中所有经济行为主体和利

益相关者的选择。本文将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收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分摊机制等方面对现

有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厘清其内部关系与矛盾，以

期形成一个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理论框架

的雏形。

图１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资料来源：历年《国家统计年鉴》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

根据成本与收益理论，社会成本主要来自于经
济主体的外部性，而外部性主要来自于市场机制和
相关政策的不完善［２］。从社会成本理论出发，农民
工市民化中的社会成本来源于农民工劳动制度性的

贬值与基本权利的丧失，是长期以来的二元经济体



制导致制度失灵的结果，也是政府和企业对农民工

的劳动贬值与基本权益缺失的补偿［３］。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特殊性，国外农民非农

化模式的研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不大。相对来说，

国际关于移民国民化的研究与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更

加相似，对我国也更具有借鉴意义。Ｖｅｒｎｅｚ等［４］认

为移民成本包含联邦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国

防、科技扶持、行政支出与国债利息支出等。Ｂｏｒｊａｓ
等［５］在研究美国移民问题时发现，政府为每个移民

的公共开支所支付的成本在不断增加。同样以美国

为例，Ｃａｍａｒｏｔａ［６］测算发现为推进无证移民国民

化，美国政府除了为其承担社会动荡的风险，还要承

担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预计为 ２８８ 亿美元。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７］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移民会

恶化本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因为移民中新增低技能

劳动力将导致所有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下降和就业减

少。同时，低技能工人的增加将导致边际生产力的

增加，从而提高高技能工人的工资率和资本回报率，

使其逐渐偏离帕累托最优点。除此之外，移民成本

还包含非经济成本，Ｇｉｏｒｄａｎｉ等［８］指出移民进入移

民国后会产生“拥挤效应”（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从而

增加移民融入社会的成本；Ｊｉｍéｎｅｚ［９］通过与１２３位

第二代墨西哥裔美国人深入访谈后发现，社会环境

与文化的差异会带来额外的移民成本。

在国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主要关

注的是成本结构与成本测算。在成本构成方面，杜

海峰等［１０］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总成本由农民工承担

的私人成本与政府、企业承担的外部成本构成。私

人成本中显性成本主要有生活和住房成本、社会保

障成本和机会成本，隐性成本主要有失业风险成本、

社会交往成本和子女教育成本；外部成本中的公共

成本主要有社会保障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公共

管理成本、保障住房成本和促进就业成本，企业成本

包括社会保障成本、技能培训成本和工资歧视成本。

张国胜［１１］、曹兵等［１２］从发展的角度出发，指出农民

工市民化的成本应包括私人发展成本与公共发展成

本。前者主要为个人生活成本和保险成本。后者主

要由政府承担，包括公共管理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

胡桂兰等［１３］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仅包括社会成

本，不包括私人成本。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

组［１］、陆成林［１４］和冯俏彬［１５］则认为公共成本指除去

企业承担部分的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的部分。总体来

说，按照成本的不同承担者，大部分研究将其划分为

政府成本、企业成本、农民工个人成本３个部分。此

外，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个人成本不仅包括经济成本，

还有预期的社会心理成本与潜在的机会成本（如放

弃土地的机会成本等）等［１６］；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处
于不同层级的社会空间结构之中［１７］，农民工市民化

意味着农民工群体向城市居民群体的跨阶层性的向

上流动，当农民工对当前获得的价值地位与其期望

不一致时，会形成相对剥夺感，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

融合中的政治、文化和情感等受到排斥，从而产生社

会心理成本［１８］。

成本测算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析中的重点，

大部分研究主要讨论的是政府支出和社会成本。在

政府支出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１］定义

成本短期以子女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支出为主，长期

支出以养老保险补贴为主，计算政府对于市民化社

会成本的年人均支出为８万元左右。陆成林［１５］在

考量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将成本区分为

下限成本和上限成本，分类加总测算出辽宁省农民

工市民化的成本在人均２．５～７．５万元之间。姚毅

等［１９］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通过构建计量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选取财政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城镇

户籍人口规模为解释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市民

化的成本为解释变量的系数，即增加一个城镇户籍

人口所需要增加的财政支出，得出四川省农民工市

民化成本为每年每人５．３万元。

在社会成本方面，张国胜和杨先明［２０］测算得到

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年人均

９．８万元，高于第二代农民工约１．２万元，西北内陆

地区第一代农民工约５．７万元，高于第二代农民工

约０．７万元。２０１４年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进程报告》指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１７．６、１０．４和１０．６
万元，全国平均为１３．１万元。张继良等［２１］利用人

口普查数据计算出江苏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为

１２．３万元，第二代农民工的成本约为１４．３万元，高

于第一代农民工约为３．１万元；江苏省内部市民化

成本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由高到低分别为：苏南

１４．６万元、苏中１２．４万元、苏北１１万元。由此可

以看出，由于不同研究核算标准差异较大，社会成本

的地域差异性和代际差异性较为明显。

不同研究在测算口径和测算方法上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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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进行了归纳整理，详见表１。
表１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成与测算方法

政府 企业 个人

成

本

构

成

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公共管理成本

公共教育成本

公共卫生成本

社会保障成本

国防支出成本

国债利息成本

社会保障成本

技能培训成本

工资歧视成本

融入社会成本

社会心理成本

生活住房成本

智力方面成本

社会保障成本

机会成本

社会交往成本

子女教育成本
成本测算方法：理论分析、分类加总、线性回归模型、实地调

研与访谈等

　　大部分政府成本的测算结果集中在人均３～８万

元之间，社会总成本的测算结果集中在人均５～１５万

元之间。从横向的地域差别来看，一二线城市农民工

市民化的成本大于三四线城市，沿海地区农民工市民

化成本大于内陆地区；从纵向的代际差异来看，新一代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可能会超越第一代农民工。

二、农民工市民化总收益

“成本”是影响农民工选择市民化和政府推进市民

化的重要约束条件，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同时，农民工

市民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无法仅仅以

“成本”衡量［１３］。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

益理论，农民工选择市民化是对自己进行的人力资本

投资，花费成本的同时必然存在收益。因此，面对市民

化问题，除了看到成本，更必须看到收益。

同样，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类比国外的移民现象。

Ｂｏｒｊａｓ［２２］认为移民的经济效益来自于移民劳动者与其

他生产要素的互补性，且两者差异越大，经济效益越

大，最终移民带来的经济贡献率会逐渐提高，超过政府

支出的公共成本，长期来看移民国民化的收益大于成

本，对于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Ｄｕｓｔｍａｎｎ等［２３］基于线

性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欧洲的移民并没有造成福利制

度的负担，反而加强了财政收入，主要因为移民的劳动

力参与率和间接税的比例较高，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使

用较少。Ｃｌｅｍｅｎｓ等［２４］研究发现如果可以打破全世界

范围内劳动力流动的屏障，劳动力自由流动所产生的

收益会超过全世界ＧＤＰ的总和。Ｍｅｉｓｓｎｅｒ［２５］和 Ｍüｎｚ

等［２６］认为移民对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有积极影响，可以

适当缓解人口老龄化并优化人口和就业结构。此外，

Ｂｏｍｍｅｓ等［２７］认为移民可以带来规模经济，生产率提

高可以带来正向的溢出效应，包括促进国际贸易、降低

消费品价格、扩大内需、带动资本投资与提高工资水

平等。

国内的大部分研究者将农民工市民化收益划分为

经济收益与社会收益。经济收益主要包括拉动城市消

费水平，提高农民工自身收入等［２８］。从消费层面看，宋
立刚等［２９］以及郭晓鸣等［３０］认为我国未来促进农民工

家庭进入城市成为市民，可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是扩

大内需的重要来源。从国家经济增长层面看，一方面，

农业人口迁移至城市增加了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城市

非熟练工人与农民工的相互替代提高了劳动力的供给

质量，帮助实现了就业市场的结构优化［３１］；另一方面，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城市中的农民工从生产率低的

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提高了生产率水平，从而

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３２］。Ｃａｉ等［３３］研究发现，

非农就业人口每增加１％，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会提

高０．８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３４］通过ＤＲＣ

－ＣＧＥ模型模拟测算得出每年每１　０００万人的市民化

可以使经济增速提高约１个百分点。此外，农民工市

民化的经济收益还体现在财政收入贡献方面，胡桂兰

等［１３］采用广州市的统计数据计算发现农民工市民化后

为当地政府所提供的财政收入远大于市民化的成本，

两者收支相抵有盈余。

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收益主要包括促进城镇化进

程、城市建设、城乡二三产业发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以及提升人力资本等。吕炜等［３５］基于ＣＧＥ模型，模拟

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

明，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的力度与人均转移支付额度成正比。农民工

市民化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这不仅有助于

缩小收入差距［１４］，而且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切断贫困
的代际传递［３２］。胡桂兰等［１３］认为农民工受到城市外

部环境影响，思想意识和文明程度会因为文化的融合

而发生改变，他们的素质会得到改善。此外，目前的
“半城市化”问题导致农地无法集中，农业机械化和农

业现代化进程受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

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有利于形成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３２］。

本文对农民工市民化收益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整

理，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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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农民工市民化收益构成与测算方法

经济收益 社会收益

收

益

构

成

政府财政收入增加

消费者剩余增加

个人、企业收入增加

消费潜力增加

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城镇化进程

促进城市建设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提升人力资本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提高农业劳动力就业率

推进相关制度改革

收益测算与衡量方法：理论分析、分类加总、线性回归

模型、模拟测算、双重差分模型、ＣＧＥ模型等

三、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关系

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关系有两个目

的：第一，真实的收益和成本有助于我们形成对农民
工市民化这一改革的共识。第二，通过比较成本与
收益，研究成本与收益的分摊机制，提出农民工市民
化推进策略。利用改革带来的总体净收益进一步推
进改革的深化，增强改革动力［３２］。

同样地，本文将类比国外的移民研究。Ｂｏｒ－
ｊａｓ［３６］将移民问题类比国际贸易，指出移民使经济总
量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利益的重新分配：本地劳动
者工资降低，商品价格下降，本地消费者获利，具体
计算出两者的差额为“移民剩余”（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ｐｌｕｓ）大约为７０亿美元。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等［３７］认为２５
岁以后的非西方移民，对公共部门是存在净贡献的，
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保持社会失
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Ｄｕｓｔｍａｎｎ等［３８］通过比较英
国移民的税收支出与移民接受的政府支持，来研究
成本与收益的关系，移民在进入国家的初始阶段，就
业率高于本地居民，工资水平偏低，但是移民得到的
来自政府的经济支持少于本地居民，比较得出移民
给政府带来了正向的财政收入。Ｓｊａａｓｔａｄ［３９］认为迁
移中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市场结构和社会

资源的流动性，还与政府的税收政策相关。
目前国内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单独的研

究较多，对于两者关系和比较的研究则非常少。欧
阳力胜［４０］建立计量模型并使用非线性曲线拟合了

市民化成本与收益随农民工人口规模的变动情况，
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均与人口规模正相关。蔡
昉［３２］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收益远高于其成本，农民
工市民化可以带来制度性的改革红利，使ＧＤＰ增加
约１至２个百分点。周春山等［４１］以广东省为例，从

地区差异的视角分析发现市民化收益的地区差异性

小于市民化成本的地区差异性，成本和收益达到平
衡需要５．５年。
从国外和国内的研究可以看出，农民工市民化

长期的收益高于成本的结论是普遍的，但是两者之
间的关系也存在两大矛盾。其一，农民工个人福利
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一致的矛盾。在市民化
进程中，政府常常忽视农民工的基本福利并将“农民
工低工资、低福利”当作一种市场机制长期运行，农
民工的工资水平低于均衡价格，政府、企业等经济主
体长期享受了农民工的权益损失；由此产生的社会
保障、公共服务等成本都由农民工个人承担。也就
是说，市民化中本属于农民工的私人收益被归为社
会收益，政府和企业福利的增加是建立在降低农民
工福利的基础上，很显然偏离了帕累托最优水平。
其二，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存在同期不匹配
的矛盾。初期常常出现一段时间内成本远高于收益
的情形，导致农民工市民化的动力不足；政府一方面
希望通过市民化推动经济发展，但又担心为此付出
巨额的成本，所以政府在市民化进程中的政策反应
相对被动，很难顾全大局。

四、成本的分摊机制

为了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关系中的两

大矛盾，应构建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以推进高质
量、高效率的农民工市民化。在厘清农民工市民化
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后，根据不同情况设计成本分摊
机制才更有意义，蔡昉［３２］认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
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即充分利用改革带来的收益
推进下一步改革。
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

应该建立以政府为主、个人和企业共同参与的成本
分摊机制。
在政府方面，大部分研究认为政府应当承担大部

分的市民化成本。刘斯斯［４２］和冯俏彬［１６］提出中央政
府应积极为农民工提供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的

资金，而地方政府应重点关注农民工的社会救助、保
障性住房、就业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可以从政府级次
和东、中、西部农民工比例的角度考虑，由直辖市、省
会城市和地级市政府分别承担不同比例的农民工市

民化成本。此外，张继良等［２１］认为政府在使用转移
支付时，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地区差异化的
策略，同时将转移支付额度分阶段进行，以平衡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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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实际负担水平。但蔡瑞林［４３］从另一个视角指出
在被动市民化情形下，政府是土地增值最大的受益
者，获利水平高于公共成本，而农民的整体利益受到
了剥夺。因此，被动市民化产生的公共成本不是政府
的包袱，而应是政府获利后对失地农民的反哺。
在企业方面，眭海霞等［４４］认为企业要保障农民

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同时分摊市民化的社会保障成
本。同时，企业应重视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培训，提
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生产力，逐步增强农民
工适应城市生产和生活的能力［２０］。
在农民工自身方面，邹伟［４５］认为目前我国农民

工更偏好不彻底市民化，主要原因是彻底市民化的
成本相对较高、收益相对较低，完全市民化的门槛超

过了农民工的承受力。因此，为提高农民工的经济
能力，增加其物质资本，应当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农民
工工资的有效发放［４６］。其次，应保障农民工的农地
财产权，加大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自身承担风
险的能力和成本支付能力［２０］。再次，应完善社会关
系网络以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权力资本［４７］。
最后，考虑到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发展需求，不同农民
工对城市生活的支撑能力不同，可以引导农民工分
层城镇化，从而降低其个人成本［４８－４９］。
通过以上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在综合各个观点、

厘清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由矛盾导向的农
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见图２），以推进高效高
质的农民工市民化。

图２　以矛盾为导向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设计思路

　　具体逻辑思路：（１）为了解决农民工个人福利与
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一致的矛盾，本文认为农民工个人
应承担一部分社会保障费用、自身教育和生活费用，
提高自身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权利资本和物质资
本。（２）由于政府、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长期以来享
受着农民工带来的人口红利和权益损失，应将这一部
分还给农民工群体以降低其私人成本，并逐步进行帕

累托改进。（３）为了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同
期不匹配的矛盾，本文认为应通过内部化外部成本以
控制巨额的社会成本，如：企业利用农民工带来的利
润负担农民工的部分就业成本和社会保险费用、政府
利用农民工缴纳的税收负担市民化过程中基础设施

建设等成本、利用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得到的农地流转
收益和土地转让收益弥补其他社会成本。（４）应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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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分摊难以内部化的成本，如中央政府的转移
支付和地方政府的专项基金。

五、文献评析和研究展望

（一）文献评析
如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

与收益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几
点不足。

１．针对目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的研究缺
少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很多研究不全面，显得细碎
化，对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借鉴意义不大。

２．在研究对象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以进城农民工
为研究对象，对非进城农民工（失地农民、就地转移农
民）和进城非就业人口（随迁家属和子女）的研究较
少。事实上，后两类的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进程中更加
缺乏主动性，也是更加需要给予关注的。

３．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方面：（１）不同的成本构
成标准和测算方法导致测算结果不同，不确定性因
素增加。（２）普遍存在高估成分，因为没有区分当期
成本和长期成本，忽视成本支付的分散性，使总成本
估算偏高，导致政府和城市居民对改革望而生畏。
（３）大部分研究往往忽略了一些隐性成本项目，如机
会成本和社会心理成本等。（４）目前研究多为定量
分析，对国家、地区等不同层面的比较研究较少，在
市民化成本的总体情况、地区差异和变化规律等方
面的研究较少。

４．在农民工市民化收益和成本与收益比较方
面：（１）研究力度不足，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农民工
市民化的成本问题，市民化收益部分以及成本与收
益的比较部分则相对较少。（２）高估农民工市民化
的成本，低估农民工市民化收益。（３）对经济收益和
社会收益的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少，对于制度因
素导致收益的变动情况的研究稀缺，大部分研究多
为定性分析和理论研究，很难有强大的说服力。

５．在成本与收益的分摊机制上：（１）满足政府与
农民工的福利最大化的条件往往不同，如何匹配个
体与整体的利益？如何平衡政府在分摊机制中的作

用与农民工自身的资本积累，这是大部分研究忽视
的问题。（２）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收益的共享机制，以
及如何在不同时间段充分利用收益弥补成本的问

题，同样鲜有学者研究。
（二）研究方向
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总结，本文提出了该

领域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１．从经济学角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
整体的研究框架，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涉及到各个
制度的改革，制度的改革取决于各个主体对改革成
本与收益的估计。整体框架的缺乏导致政策的制定
难以顾全大局，为解决这个问题，应该理清成本与收
益的内在联系，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的理
论分析框架。

２．在研究对象上，重视进城非就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过程，促进农民工以家庭或群体为单位融入社
会。同时，目前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和农村产
业集群的不断壮大，就地转移农民和农民工回流现
象十分普遍，对非进城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收益的
研究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分层城镇化。此外，应
避免统一标准，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的分类体系，比如
区分跨省转移的农民工和省内转移的农民工，从而
更有针对性地为政府推进市民化起到分类指引

作用。

３．在测算标准上，应规范市民化成本收益的含
义与测算方法。同时，为避免成本测算过程中出现
高估和低估的偏差，应该根据不同城市实际情况，补
充或剔除相应项目的成本。

４．在成本的测算方法上，应分时间段多层次、多
角度考虑。深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地域差异
和代际差异；基于农民工群体的分化状况，测算不同
类型人群市民化的成本，以制定差别政策、设计相对
应的成本分摊机制；从农民工退出农村、进入城市、

城市融合３个环节分别测算对应的市民化成本，从
而合理区分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避免成本的一次
性夸大成分。

５．应转变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和收益的研究重
点。加强对市民化收益的研究力度，通过定量分析
和实证分析合理测算市民化收益；加强成本收益比
较关系和收益共享机制的研究力度，从而增强政府、

农民工、第三方经济主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推
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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